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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流水终相逢
——梅兰芳访美的文化阐释

王璐菲      四川外国语大学留学生部  

摘  要 ：京剧大师梅兰芳在 1930 年赴美国的访问演出，可以说

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让西方人士感受到了东方艺术的巨大魅力。本文试图从跨文化的角

度探讨梅兰芳演出获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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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姆斯 •达尔鲍特曾说“尽管吉卜林先生说过，东方是

东方，西方是西方，这对孪生子从未相遇过，但现在他们毕

竟相遇了——这一情况体现在梅兰芳的身上。”梅兰芳在与

中国文化迥异的美国地盘上的演出成功，激起了那个时代美

国的一股“梅兰芳”热。他的访美，被看做是东方和西方关

系构成状态转型的一个里程碑。即由传统经济和政治上的贸

易和传教转向增强双方的文化交流。

一、东西文化存在差异——美国人不懂京剧

在梅兰芳赴美演出之前，他曾去过日本演出。日本同中

国同属汉文化圈，文化背景相似。中国的戏剧和日本的歌舞

伎也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从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说，他们

更容易接受和自己文化同质的部分。因此，梅兰芳的赴日演

出，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美国不属于汉文化圈，梅兰芳赴美演出，面对的

将不仅仅是新旧文化冲突的问题，更是东西文化差异的问

题。有位叫伦伯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完全缺乏艺术美感，

原因是所有演员吐字都是单音节的，没有一个音不是从肺部

挣扎吐出的，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残杀时所发出的痛苦尖叫。”

可见，当时的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的戏剧，对中国的

戏剧文化嗤之以鼻。这种刻板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东西

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两者文化间的巨大鸿沟。在这种情况下，

梅兰芳赴美演出，可以说是对美国人改变中国人印象，特别

是中国戏剧的印象一种挑战。

那么，是什么让梅兰芳下定决心，赴美演出？早在梅兰

芳第二次访日归国，美国驻华公使约翰 .麦克穆雷就曾建议

他去美国演出。促使梅兰芳最终做出决定迎接挑战的是另一

位美国公使芮恩施。在芮恩施一次离任饯别宴会上，他郑重

邀请梅兰芳到美国表演京剧，他强调说“用毫无国籍思想的

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以艺术来融汇感情

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何况中美过敏的感情本来就好，再用艺

术来常常沟通，必更加亲善无疑。”此话激起了梅兰芳和他

的得力助手齐如山的极大兴趣。尤其是接受过西式教育的齐

如山，认为梅兰芳有责任并且也有义务去美国访问演出。确

认京剧这种古老传统的东方艺术形式的价值是当务之急。尽

管，东西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任何文化，都必然经过相

遇、相知乃至相辅相成的过程。

二、赴美演出——探寻东方传统文化的生存方式

    赴美演出，必须跨越两种相异文化之间的鸿沟。跨越鸿

沟，则要经历一个先“知彼”然后再让对方“知己”的过程。

即首先要全面需要了解美国文化及其戏剧艺术，从而有针对

性地采取措施，达到沟通目的。

    梅兰芳剧团赴美演出的得力助手齐如山，向他所认识的

美国人，全面探询美国本土的情况、美国人的审美心理以及

他们对中国戏剧的意见。在六七年的时间里，问过的外宾达

到了一千多人。这无疑侦查了外国人的心理，为演出做好有

的放矢的准备。

    当时，梅兰芳本人也非常注意了解美国的文化。剧团到

了美国之后，发现美国人的时间观念非常强，对长篇戏剧很

难感兴趣也不习惯长久坐观。对此，梅兰芳等人采用了缩短

演戏时长的做法。每晚只演一场共四段，连说明、音乐、叫帘、

休息等共用两个小时，这和观看一场电影的时间相仿。同时

每一段的情节都是按照美国人的观戏心理设置，动作、服装

等都经常更换，避免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适应了美国观众的

观剧心理。

    赴美演出，还存在语言的障碍。美国人听不懂中国话，

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优秀剧目美国人却未必能看懂。所以，

梅兰芳邀请了对中西戏剧差异研究颇深的张彭春帮助选择

剧目。张彭春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现代戏剧和西方戏剧知

识的表演程式以及戏剧导演的经验，建议选择一些做、打

多于唱、念的戏。如《贵妃醉酒》、《刺虎》、和《打渔杀家》

等，特别是《霸王别姬》里的剑舞片段。与此同时，张彭

春在开演之前对剧目的英文介绍，特别是对中国戏剧的传

统和历史的解读，以及对戏剧中动作所代表的意义的演示，

让台下的美国观众加深了对中国戏剧的认识也有了身临其

境之感。 我们可以看到，梅兰芳的赴美演出既尊重了中国

的传统特色，同时又考虑到了美国的受众特点，这在跨文

化交流中尤为重要。 

    赴美演出，面临的不仅有语言上的障碍，更有吸取艺术

形式上的隔膜和东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为此，齐如山，张彭

春等人，为适应美国的审美心理和习惯，强调“以动作、特技、

歌舞为主的剧目来取悦外国观众”，并且按照西方人的审美

习惯做出表演上的一些改变，即“在压缩纯交代性场次使之

精炼集中的基础上，要求演员按照导演构思塑造艺术典型”。

这种做法看似刻意迁就，并且曾遭到国内一些人士的质疑，

但是从文化艺术的沟通与发展来看，其实对中国戏曲艺术的

调整和革新并走向世界都起了积极作用。当一种文化与另一

种异质文化相遇时，要达到 “相知”的目的，必然会在对方

的作用力下发生一定的程度上的变异，这种变异若能在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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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髓的同时，取其所长，更适应异质文化中接受者的需要，

那么这种变异是值得的，并将产生积极影响。梅兰芳剧组在

与异质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能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

态去汲取西方戏剧之所长，彰显了他们善于在西方的参照下

对与传统京剧艺术进行的革新的意识。

    此外，大力策划宣传，使美国人了解中国戏剧，也是必

不可少的一环。因为很多时候，文化交流障碍的形成并不是

双方本身存在问题，而是缺乏可供了解的渠道。在赴美演出

之前，梅兰芳等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比如将关于戏剧的

图书陈列给外宾，向他们详细解说。

    在美国演出期间，梅剧团向各媒体、艺术界、学术界发

表大量演说，介绍中国京剧艺术的特点，这些铺垫都对演出

的成功至关重要。

三、东西流水终相逢——赴美演出成功

梅兰芳剧团，在学贯中西的文化界人士的帮助下，通过

主动的“知彼”的过程——积极了解美国人和美国人的审美

心理，从而逐步让异质文化达到“知己”的目的——让美国

人充分了解中国戏剧和文化的特点。

   在美演出期间，梅兰芳的演出受到了美国观众的热烈欢

迎，譬如一出《刺虎》，谢幕竟达 15 次之多，这在国内也是

罕见的。从美国的五个月期间，梅兰芳所到之处都掀起了一

股 “梅兰芳热”。而当时，美国正处经济大萧条时期，但这

并不妨碍美国人对梅兰芳的喜爱。从美国的政界、商界到文

艺界、新闻界、教育界甚至很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为其举行

盛大的宴会，庆祝梅剧团赴美演出的成功。我们可以从当时

的媒体评论中窥见一斑。

    纽约《世界》报写道：“我在剧场度过了一股最令人激

动兴奋的夜晚，梅兰芳是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演员之一，纽

约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演出。”

    有意思的是《时代》对梅兰芳的评论“梅兰芳的哑剧表

演和服装展示的演出真实精美优雅，可爱绝伦，美妙得就像

中国古老的花瓶或是刺绣的帷幔。这是一次接触，与一种在

数世纪中不可思议地圆熟起来的文化的接触。”东方文化最

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可言说，许多东西看明白了就没有意思

了。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梅兰芳被物化成一件具有中国风

的“器物”。他的京剧表演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超越了美国人

的理解范畴，但是并不妨碍他被欣赏，被鉴别，被赞美，这

也符合了东方文化“不可言说”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梅兰

芳的超常艺术表演才能和完美形象，使他以一种机智的方式

抵抗这种纯粹的物化，他是中国人，他代表着中国的传统艺

术，一位著名的评论者阿特金森表示：“梅兰芳的表演折射

着中华民族灵魂的某些东西。”

    文化交流中，很多时候双方首先看到的是彼此的不同

点，但是不同点并不是绝对的鸿沟。梅兰芳赴美演出的成功

在于他积极探寻了东方传统文化在异质文化的生存方式，汲

取了异质文化中的有效成分，同时，又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精髓。尼采说过，成为你自己，坚持自己的文化个性，

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美国人对梅兰芳的赞誉中也寄托了他们的文化自省意

识，这种西方人的文化自省意识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如果我们用一种“世界的戏剧，共同的遗产”的眼光来

看戏剧艺术，东西方戏剧已经无所谓“异同”，艺术作为人

类共有精神财富可以超越国界种族而具有绝对价值。

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关联，认为民族传记是构成民族主义

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包含的民族叙事与话语分析，正

是后现代民族理论的研究路径。另外，安德森关于象征

与再现、意义与符号、话语与叙事等的探讨，对之后的

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中有关民族的研究

都有相当的影响。

五、两点质疑

由上文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想象的共同体》不愧为

民族研究中的经典。在同时段民族研领域的横向比对中，其

另辟蹊径，给人们提供了民族研究的另一视角。而在整个民

族研究的纵向链条中，它又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不但婉

拒了原生主义，同时也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大门。然而，

即使再经典的著作也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尤其安德森这种

“自圆其说”式的论证，更是难逃学界的检验和争议。笔者

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仅就此文谈两点自己的批判性意见。

在探究民族意识的起源时，安德森提出了印刷资本主义的重

要性。小说和报纸创造了“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从而才

为人们想象彼此提供了可能。这是安德森最为创新之处，也

是最易引起质疑的地方。对于印刷媒介技术的极力夸赞，与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体的延伸”的观点极为相仿，不免陷

于技术决定论的漩涡。

此外，“想象的共同体”是在 1983 年提出的，那时其实

已经有信息化、网络化的趋向。现如今已经是全球化、网络

化的时代，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整个世界，这样一来按照

安德森的逻辑，我们应该形成了对整个“世界共同体”的想

象。本国信息与国际信息交叉、地方新闻又与全国新闻相容，

在信息过剩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所谓的“地方性媒

介”的明确概念。但是，民族和国家的想象并没有因为媒介

形式和内容的改变而消失，那么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构建

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一共同体又会在我们现今社会有什

么变化和影响？这也许是我们研究者最为深切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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